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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份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之间的差距呈现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U形变化，并且近4年的效率值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分化趋势。进一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样本选择（DEA-Tobit）二阶段模型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研发资助、产学研合作4个因素显著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而区域教育资源、区域人口素质和企业技术溢出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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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fficien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lculat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5 by DEA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as time goes on, the gap between the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esents U shape, and the efficiency gap in the nearly four years has gradually showed a tendency of differentiation. Further analysis by DEA-Tobit model finds that, four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y ar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government-research-funding subsidy and industrial-academic-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regional population quality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spillover do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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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对高职院校是否应开展科研活动以及如何开展存在过争议。然而，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同样是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教师的科研素质是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的基本保障要素[1]。关于高职院校科研定位，孙毅颖[2]指出应坚持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梯次重心，高职院校科学研究是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基本保障，且主要面向生产一线从事应用技术开发服务。国家示范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以及当前推进的优质院校建设项目，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示范带动、效率导向的治理逻辑，促进高职院校的分层化发展，带动高职教育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因此，有必要研究高职院校科研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当前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局限于研究型大学，例如罗杭等[3]对985大学的科研效率进行了测评，分析了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王燕等[4]以部属高校为例，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分别评价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效率。而数量上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的科研效率研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利用面板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样本选择（DEA-Tobit）二阶段模型开展高职院校科研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 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
2.1 指标体系设计

目前效率评价的常用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等，其中主流的是随机前沿分析法和DEA。由于参数法的缺点是效率函数评价指标在选择上存在主观性，故比较认可的方法是采用DEA[5]，因此，指标体系的设计成为效率值评价的关键所在。Chu等[6]将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列为投入指标，将学术出版物、学术荣誉和技术转让作为主要的科研产出；Aristovnik等[7]将高校科研活动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列为投入指标，将论文、专利等作为产出指标； Primeri等[8]认为应将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专利、论文、获得企业资助资金作为高校科研效率评价的主要指标。结合罗杭等[3]、刘镍[9]、潘健等[10]、王燕等[4]有关高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选择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科研投入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财力和物质3个方面，科研成果主要包括出版专著、发表论文、技术转让收入、获奖成果和专利授权等方面。

高职院校科研定位主要解决行业、企业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而本科院校除此之处还承担基础研究的重要职能，两类高校的科研定位既有雷同又有差异，因此，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可以参照本科院校，并结合以下3点进行修正：一是由于物力投入（例如实验室建设、图书馆等）在短时间内相对固定，且可以纳入科研经费投入进行核算，由此建议仅考虑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即可[11]。二是技术转让合同金额能够较好地涵盖高校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如果都列为科研产出指标，重复的信息相对较多，因此仅用技术转让收入即可涵盖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12]。三是指标体系构建时需要兼顾准确性、简易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至此，得出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折算办法

	科研资源投入指标
	人力投入
	教学与科研人员/人
	初、中级职称×1+高职职称×1.5

	
	财力投入
	科研经费投入/千元
	包括政府资金、企事业单位委托和其他科研经费投入

	科研成果产出指标
	科技课题
	立项课题总数/项
	

	
	专著
	字数/千字
	

	
	论文
	折合论文/篇
	省级期刊×1+国外及全国性刊物×2

	
	技术转让
	当年技术转让收入/千元
	初、中级职称×1+高职职称×1.5

	
	成果授奖
	国家、省、市级获奖科研成果/项
	包括政府资金、企事业单位委托和其他科研经费投入


从表1可以看出，投入指标包括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2项，产出指标包括科技课题（市级以上）、专著、论文（省级以上期刊）、技术转让、成果授奖共5项。对于不同类别或级别的指标，参照上述文献进行折算。
2.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将高职院校一并纳入高等院校进行统计，即没有省域高职院校的专项统计，本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1—2016年），历年的高职院校样本量分别为353所、316所、313所、345所、358所和404所，对照中国科教网公布的全国专科院校共计1 346所，样本设计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大样本研究。此外，对照Cooper等[13]为了满足效率区分时对DMU数量与指标数量之间的约束，即DMU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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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指标数×产出指标数，3×（投入指标数＋产出指标数）｝，因此样本效率值测算能够较好地区分各地区高职院校的科研效率。受到数据可获得性限制，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本文研究对象仅包括国内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职院校。
2.3 科研综合效率评价

利用MaxDEA软件，采用投入导向的CCR模型，对2010—2015年177个样本DMU进行综合效率值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0—2015年各地高职院校的科研综合效率
	地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平均值

	北京
	0.962 
	0.973 
	0.742 
	0.741 
	0.769 
	0.847 
	0.839 

	天津
	0.819 
	0.851 
	0.931 
	0.974 
	0.953 
	0.967 
	0.916 

	重庆
	0.815 
	0.830 
	0.728 
	0.729 
	0.819 
	0.948 
	0.812 

	河南
	0.853 
	0.865 
	0.785 
	0.737 
	0.731 
	0.799 
	0.795 

	河北
	0.913 
	0.764 
	0.795 
	0.908 
	0.814 
	0.798 
	0.832 

	山东
	0.923 
	0.993 
	0.987 
	0.905 
	0.983 
	0.527 
	0.886 

	山西
	0.751 
	0.916 
	0.712 
	0.529 
	0.249 
	1.000 
	0.693 

	湖南
	1.000 
	1.000 
	0.591 
	0.634 
	0.618 
	0.682 
	0.754 

	湖北
	0.893 
	0.724 
	0.621 
	0.635 
	0.590 
	0.535 
	0.666 

	广东
	0.887 
	0.705 
	0.737 
	0.696 
	0.813 
	0.833 
	0.779 

	辽宁
	0.976 
	0.993 
	0.992 
	0.990 
	0.925 
	0.881 
	0.959 

	吉林
	0.984 
	0.998 
	0.973 
	0.908 
	0.886 
	0.951 
	0.950 

	黑龙江
	0.965 
	0.965 
	0.980 
	0.964 
	1.000 
	0.981 
	0.976 

	江苏
	0.653 
	0.729 
	0.758 
	0.611 
	0.648 
	0.659 
	0.676 

	浙江
	1.000 
	0.999 
	0.991 
	1.000 
	1.000 
	0.984 
	0.996 

	江西
	0.980 
	0.976 
	0.989 
	0.961 
	1.000 
	0.899 
	0.967 

	安徽
	0.744 
	0.333 
	0.725 
	0.819 
	0.775 
	0.485 
	0.647 

	四川
	0.947 
	0.832 
	0.844 
	0.935 
	0.948 
	0.955 
	0.910 

	福建
	0.992 
	0.997 
	1.000 
	1.000 
	1.000 
	0.944 
	0.989 

	贵州
	0.915 
	0.764 
	0.765 
	0.731 
	0.803 
	0.884 
	0.810 

	云南
	0.693 
	0.829 
	0.782 
	0.752 
	0.658 
	0.572 
	0.714 

	甘肃
	1.000 
	0.832 
	0.816 
	0.856 
	0.652 
	0.787 
	0.824 

	青海
	1.000 
	0.904 
	0.779 
	0.963 
	0.770 
	0.818 
	0.872 

	海南
	0.996 
	0.942 
	1.000 
	0.924 
	1.000 
	0.959 
	0.970 

	陕西
	0.820 
	0.854 
	0.853 
	0.645 
	0.626 
	0.672 
	0.745 

	内蒙古
	0.232 
	0.862 
	0.899 
	0.934 
	0.768 
	1.000 
	0.782 

	宁夏
	0.890 
	0.943 
	0.986 
	0.882 
	0.964 
	0.863 
	0.921 

	新疆
	0.871 
	0.797 
	0.858 
	0.792 
	0.853 
	0.724 
	0.816 

	广西
	0.907 
	0.963 
	0.934 
	0.932 
	0.926 
	0.994 
	0.943 

	西藏
	1.000 
	
	
	
	0.938 
	0.996 
	0.978 


从表3可以看出，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值差异较大，2010—2015年全国的均值为0.847，说明还存在15.3%的提升空间。就6年的均值而言，效率值较高（0.901～1.000）的有四川、天津、宁夏、福建、浙江等12个省级行政区；效率值介于0.751～0.900的有贵州、重庆、新疆、甘肃等8个省级行政区；效率值相对较低（小于0.75）的有安徽、湖北、江苏、山西等10个省级行政区。受到数据可获得性限制，西藏2011—2013年数据空缺。

构建统计量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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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CV越大，说明某年份的地区效率值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利用CV值可以进一步分析同一年份各地区综合效率值之间的差异，发现2010—2015年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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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科研效率综合值之间的差距呈现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U形变化，近4年各DMU的科研综合效率呈现逐渐拉大差距趋势，即高职院校之间的科研效率逐步出现分化趋势。
3 高职院校科研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理论假设及模型构建
3.1.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Edquist等[14]以瑞典哥德堡东部地区为例，发现区域经济水平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水平，并提高科技创新效率。Boons等[15]认为盈利水平是可持续创新商业模式的前提，因此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将间接提高创新效率。赵峥等[16]在研究中国省际创新效率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技术投入等因素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率；类似的结论在曹霞等[17]的研究中得到再次验证，其利用2003—2011年省域创新效率面板数据发现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区域研发创新效率。参照赵峥等[16]、曹霞等[17]等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指标。由于公办高职院校的管辖隶属关系不同于985、211高校，大多由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往往直接与生均财政预算内拨款挂钩，而民办高职院校办学经费则与投资主体紧密关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2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结论存在较大的争议。胡先杰等[18]以江苏省为例，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对区域创新效率存在促进作用，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创新效率呈现收敛趋势；赵峥等[16]以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探究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没有证实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显著影响区域创新效率；马述忠等[19]在浙江省的研究中也发现产业结构状况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很复杂，无法得出是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由此，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然而，高职院校科研的定位就是着力解决地方、行业、企业生产技术中的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反过来作用于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方向和服务水平，间接提高其创新效率，因此，参照胡先杰等[18]、马述忠等[19]的相关文献，本文选择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表征指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3 区域高校资源禀赋

高职院校的科研离不开区域创新体系，而区域高校资源禀赋将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王廷[20]总结了上海杨浦区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提升区域创新的成功经验，认为“三区联动”是高校集聚区的创新发展新模式；李金滟等[21]在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时发现，城市高校数量、城市交通通达程度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事实上，在评价区域创新体系时，地方高校数量扮演重要影响，地区高校的数量是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对照王廷[20]、李金滟等[21]的做法，本文将区域高校数量作为区域高校资源禀赋的表征指标。就高职院校科研而言，区域高校数量（尤其是科研能力突出的高校数量）意味着为高职院校提供更多的协同创新机会，对高职院校的科研产生正外部性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区域高校数量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4 区域人口素质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宇文晶等[22]在分析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时发现人口素质及区域经济差异显著促进区域产业创新效率；类似的， 程广斌等[23]以陕西、宁夏等9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为样本，发现劳动者素质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省域的技术研发效率。除了创新领域，人口素质的正外部性还体现在其他效率方面，如Deng[24]采用非参数回归技术发现人口素质对于提高城市公交服务效率同样产生积极影响。参照宇文晶等[22]、程广斌等[23]的文献，本文选择大专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作为区域人口素质的表征指标。就区域高职院校科研活动而言，人口素质越高，意味着相对而言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能力越强，也意味着在生产劳动中较快、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此外，区域人口素质的提高也可能促进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区域人口素质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5政府研发资助的影响
  
政府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不仅直接影响科学研究的强度，而且引导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整体水平，然而关于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却存在不同的结论。陈光华等[25]在探究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外部知识获取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创新效率；冯海燕[26]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政府科研资助虽然提高了科研产出，但并没有显著提高高校科研团队创新效率；类似的，程广斌等[23]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探究中验证了政府支持并不能显著提高技术研发效率。高职院校的纵向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在与本科院校同台竞争申请科研经费时，政府的专项资助对于保证高职院校科研经费弥足珍贵。参照陈光华等[25]、冯海燕[26]等的文献，本文选择政府资金占科技经费投入比例作为政府研发资助的表征指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5：政府研发资助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6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冯海燕[26]认为，科研经费筹资额中校企合作投入经费能显著提高科研团队的创新效率；类似的，梁剑莹等[27]在分析广东高校的科研能力影响因素时发现，产学研合作能显著正面提高科研产出。国外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如Jiménez-sáez等[28]发现产学研技术转移项目平台显著提高合作创新效率，提出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换的建议。参照冯海燕[26]、梁剑莹等[27]文献的做法，本文选择企事业单位委托占科技经费比例作为产学研合作的表征指标。高职院校主要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应用型科研，产学研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技术攻关、工艺优化、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研发伙伴的多元性一方面能够填补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中间地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促成了异质性知识的交融，有助于形成科研的协同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6：产学研合作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1.7企业技术溢出的影响

行业企业本身的技术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相关。程广斌等[23]验证了产业结构与省域科技创新效率有关，即当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高时，省域科技创新效率也越高；金怀玉等[29]认为创新能力基础是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的高技术企业与区域科技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高校的社会服务对象主要是行业企业，但行业企业并非被动接纳高校的科研服务，反过来也会影响高校的科研活动，换言之，企业同样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在Sav[30]针对美国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的盈利能力不仅与其学术能力正相关，而且与区域高技术企业也存在关系。可以推理，区域高技术企业不仅对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直接倒逼高职院校提高科研质量和科研效率，而且也为高职院校科研人员提供了应用型研究机会，并在校企协同创新中提供人才培养的机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7：企业技术溢出正向影响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3.2模型设定

由于通过DEA方法得到的各地区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值都在0～1之间，若采用传统的OLS方法估计各环境因素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强度，有可能导致估计偏差，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来处理这种受限的因变量模型，面板Tobit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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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为因变量向量；Yi为综合效率值；Xi为自变量向量。至此，可以归纳区域高职院校科研效率影响因素各变量，如表3所示。
表3  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的可能影响因素
	可能的影响因素
	测量方法

	X1：区域经济
	人均GDP/万元

	X2：产业结构
	第二、第三产业占地区GDP比重/%

	X3：区域高校资源禀赋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所

	X4：区域人口素质
	大专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

	X5：政府研发资助
	政府资金占科技经费投入比例/%

	X6：产学研合作
	企事业单位委托占科技经费比例/%

	X7：企业技术溢出
	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企业数（表1-1-9）/家


注：X1、X2、X4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X3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2016年），X5、X6数据来自《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1—2016年），X7数据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1—2016）
3.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3.1共线性诊断

将表2与表3整理成面板数据。首先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低于0.5，但也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特别是可能影响因素之间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说明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将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作为被解释变量，7个可能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共线性诊断。参照卢纹岱等[31]的观点，当若干特征值小于并且接近于0时，说明某些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些变量的观测出现较小的变化时会导致回归系数出现较大的变化；条件指数越大，说明解释变量间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大，一般的，当条件指数大于15时，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X7企业技术溢出的条件指数高达90，故作筛除处理。为了进一步诊断哪些影响因素产生了共线性，本文进行了容差与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的容差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容差
	方差膨胀因子

	常量
	1.069 
	0.309 
	
	3.462 
	0.001 
	
	

	X1
	0.024 
	0.000 
	0.251 
	1.809 
	0.072 
	0.247 
	4.052 

	X2
	0.007 
	0.004 
	－0.192 
	－1.895 
	0.060 
	0.459 
	2.177 

	X3
	0.000 
	0.000 
	0.028 
	0.305 
	0.761 
	0.568 
	1.762 

	X4
	－0.002 
	0.004 
	－0.064 
	－0.531 
	0.596 
	0.324 
	3.086 

	X5
	0.004 
	0.001 
	0.535 
	5.545 
	0.000 
	0.508 
	1.968 

	X6
	0.003 
	0.001 
	0.385 
	3.761 
	0.000 
	0.451 
	2.215 

	X7
	0.000 
	0.000 
	－0.071 
	－0.689 
	0.492 
	0.445 
	2.246 



注：被解释变量为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

表4容差值介于0～1之间，容差值越小，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越强。方差膨胀因子是容差值的倒数，当其值大于5或10时，可以认为存在共线性。由于删除引起共线性和非显著影响水平的解释变量并不影响最终回归方程检验结果，只是可能丢失部分解释信息，由此X3区域教育资源、X4区域人口素质均没有在统计意义上达到显著影响科研综合效率的程度，可能没有必要纳入回归模型。
3.3.2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式（1）Tobit回归模型将2010—2015年各地区高职院校的科研综合效率值、各地区X1经济发展水平、X2产业结构、X3区域教育资源、X4区域人口素质、X5政府研发资助、X6产学研合作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逐步筛选回归分析，即首先将6个自变量强制进入回归模型，然后逐步剔除非显著影响变量，最终剔除了X3区域教育资源、X4区域人口素质两个非显著影响因素，得到表5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表5 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检验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Sig.

	常量
	1.132
	0.296
	3.829
	0

	X1经济发展水平
	0.019** 
	0.000 
	2.003 
	0.047 

	X2产业结构
	0.008**
	0.004 
	－2.173 
	0.031 

	X5政府研发资助
	0.004*** 
	0.001 
	5.666 
	0.000 

	X6产学研合作
	0.003*** 
	0.001 
	3.868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方程显著性检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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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X1经济发展水平、X2产业结构、X5政府研发资助、X6产学研合作能够在42.7%水平上解释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的变动。从表5可以看出，X1经济发展水平、X2产业结构的显著性水平为0.05，而X5政府研发资助、X6产学研合作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达到0.01）。就相关系数分析，4个因素均为正值，从而验证假设H1、H2、H5、H6成立；相应的，假设H3、H4、H7没有得到验证。表5显示X1经济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为0.019，说明在其他影响不变的前提下，人均GDP每增加1%，该区域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将平均上升0.019%；X2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为0.008，说明在其他影响不变的前提下，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每提高1%，将促进该省域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提升0.008%；类似的，在其他影响不变的前提下，政府资金占高职院校科技经费投入比例每提高1%，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将提高0.004%；企事业单位委托占高职院校科技经费比例每提高1%，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将提高0.003%。至此，可以用表6总结假设检验结果。
表6 影响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的假设检验结果
	序号
	假设
	检验结果

	1
	H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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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支持

	2
	H2: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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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支持

	3
	H3:区域高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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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不支持

	4
	H4:区域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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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不支持

	5
	H5:政府研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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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支持

	6
	H6: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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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支持

	7
	H7:企业技术溢出
[image: image19.wmf]®

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不支持


区域之间的回归结果与全国数据验证结果大同小异，具体如表7所示。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X1经济发展水平、X2产业结构、X5政府研发资助、X6产学研合作4个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均大于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是弹性系数稍微有些差异，再次验证了表6中的结论。表7显示东北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面板数据差异较大，除X1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显著影响水平外，其余3个自变量均没有支持表6结论，但仅只是一个区域，并不能否定全国范围内的假设检验结论；此外，东北部地区的结论也证实了马述忠等[19]、冯海燕[26]的研究结论，即产业结构与政府研发资助有时对科研效率促进程度并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
表7 不同区域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的Tobit回归结果差异
	解释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常量
	0.956
	1.304
	0.433
	1.054

	X1经济发展水平
	0.011*
	0.091*
	0.032*
	0.013*

	X2产业结构
	0.006*
	0.001*
	0.003**
	0.001

	X5政府研发资助
	0.007***
	0.005***
	0.007***
	0.000

	X6产学研合作
	0.006***
	0.003**
	0.005***
	0.000

	组数
	54
	36
	72
	18

	判定系数
	0.580
	0.598
	0.683
	0.574

	F值
	6.212
	4.308
	14.643
	1.594

	P值
	0.000
	0.007
	0.000
	0.234

	Durbin-Watson值
	2.356
	2.148
	1.646
	1.853



此外，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与全国面板数据相近，D-W值均接近于2，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同样验证了共线性诊断结果的合理性，即X1经济发展水平、X2产业结构、X5政府研发资助、X6产学研合作4个影响因素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解释变量影响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
4 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在对我国高校科研效率文献梳理基础上，本文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构建了高职院校科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投入指标包括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2项，产出指标包括科技课题、专著、论文、技术转让和成果授奖共5项。收集《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1—2016年）构建面板数据，选择CCR-DEA模型，利用MaxDEA软件测算了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域高职院校的科研综合效率。研究发现：各省域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综合值之间的差距呈现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U形变化，而且近4年的效率值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分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影响省域高职院校科研效率的7个假设，通过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1—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1—2016年）收集、整理面板数据，进一步采用DEA-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研发资助、产学研合作4个因素显著正向影响省域高职院校科研综合效率，而区域教育资源、区域人口素质和企业技术溢出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4.2启示

高职院校的科研定位主要是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应用型研究，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不仅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社会服务能力的基础，必须提高科研质量并提升科研效率。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高职院校之间的科研效率综合值呈现差距逐渐拉大的分化趋势，说明国家示范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功，高职院校逐渐形成分层化发展格局；然而6年的均值显示科研综合效率还存在15.3%的提升空间，仍然有必要以科研效率为抓手促进高职院校实现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结合DEA-Tobit模型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可以通过发展区域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研发资助和加强产学研合作4个途径提升高职院校科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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